刊于《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3期，全文转载于《中国近代史》2010年第9期

在国权与女权之间：

近代中国关于女子教育宗旨的四次论争

万琼华

摘  要：由于救亡图存的迫切诉求，20世纪前期知识界围绕女子教育宗旨展开的大论争达四次之多，依次以贤妻良母、超贤妻良母主义、母性主义、妇女回家论的话语形式呈现，虽然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应否将女子养成“贤妻良母”以服务于民族国家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论争，这不仅折射了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的考量，也说明了国权与女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
关键词：女子教育宗旨；国权；女权；贤妻良母

教育宗旨作为抽象程度最高的教育目标，往往借助国家强制力予以颁布与实施，故而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诚如周予同所言：“教育宗旨植根于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于社会状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实为一种意识形态之比较具体的表现。”[1]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务之急，“兴女学”作为一种救国之策几无疑义地被精英知识阶层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因此，诸如“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则今日之兴女学，所以救国也” [2]，“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3]，“今夫一女不学则一家之母无教，一家之母无教则一家之学失教，积人成家，积家成国……”[4]等言论在报刊杂志上比比皆是。这种视女学为强国保种的手段的工具化思想，与20世纪初输入的视教育为妇女天赋人权的西方女权思想可谓南辕北辙，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以致出现一种吊诡现象：在“兴女学”成为知识界共识的同时，女子教育宗旨却成为时人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在爬梳近代女子教育史演变轨迹时发现，自戊戌维新至抗战有关女子教育宗旨的大论争达四次之多，尽管论辩双方所倚重的话语随历史情境变化而有所不同，但贤妻良母作为底色却贯穿始终，进言之，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的考量。
一  20世纪前后“贤妻良母”与“反贤妻良母”短兵相接

贤妻良母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近代以前，“三从四德”是其最高标准。20世纪初，“贤妻良母”作为一种女学话语从日本传入，经精英男性将其与传统的贤良主义进行整合后，与女权、民权、革命等话语相提并论，形塑出具时代气息的贤妻良母观。诚如有论者所言：“中国近代贤妻良母观的确立，是中国固有的女性观、西方男女平权思想及日本贤妻良母一词合流的结果”[5]，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中正式提出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目的者要以他（梁启超）为始。惟他之提倡女学，系为外侮所激，所以以强国保重为女学最后的目的。”[6]280 这一说法缘自梁于1897年在《倡设女学堂启》中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岂不然哉”的主张。他将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新内涵、新标准提出，与传统的贤良主义划清界线，成为近代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同时也表达了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对性别伦理的新诉求。这一界定有着明显的局限：一是将女性角色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范围内，未能动摇固有的社会性别等级制；二是过于强调女性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忽视女性应有权利。恰如舒新城所言：“此时所谓贤母良妻完全从男子底方便上着眼，并非以女子底天禀为本，故教育主旨重在服从。”[6]287这种将女性伦理融入国家观念，要求女性以尽贤母、良妻天职服务国家的男性本位思想，很快遭至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女界精英的质疑与抨击。

在众多论述中，《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1907）最集中地展现了论辩双方的交锋。支持者认为一切教科目的应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视教育子女、管理家务为妇女的天职，反对妇女参与社会活动[7]，故“考其华文功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皆有用之书也”[8]。这一主张几乎是传统贤良主义的翻版，遭到反对者的批驳。反对者提出女子教科目的应与男子相同，以养成“社会的人”，并呼吁女子不应满足于贤母、良妻，要做社会独立一分子。其中，对贤妻良母观予以最深刻、最坚决回击的人士当属陈以益。他在《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1909）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贤母良妻，尤识字之婢女”，“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贤妻良母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发出“呜呼！女子教育岂为男子而设耶”的慨叹，提出“苟欲去男尊女卑之谬说，则请取贤妻良母之主义并去之。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与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权利，则平等平权庶非虚语，而女学与女权发达当有日矣”[9]。陈氏不仅将摈弃贤妻良母视为消除男尊女卑的先决条件，且将男女受同等教育视为女权的保证。
在反对的声浪中，女界精英反叛的力度尤其突出。前代的遗规，先圣的明训，女教的范本，成为她们否定与挞伐的对象。巾侠在《女德论》中对《周易》的“乾坤定位”思想予以批驳，指出“自天尊地卑之说出，而男女之别以起”，“积渐成俗，习非为是，男日以黠，女日以愚，剥权失势”，主张女子“与男子争衡”、“与男子权利平等”[10]。时就读于务本女塾的张昭汉对《女诫》发起猛烈批判，指出该著“以卑弱下人为宗旨，养成柔懦根性为目的，使群女子相率而为自暴自弃”，据此称班昭为女界罪人，“昭之罪不容逭矣，吾安敢随流俗人之后，昧昧焉施其崇拜哉！”[11]张文发表后，引起女界共鸣。常熟女子宋大年撰文与之呼应，指出拘守习俗拜读女教圣本的所谓“贤女”，实为“抱守《女诫》《女孝经》主义，甘为世俗之奴隶”[12]。陈撷芬在《独立篇》中针对“创一女学塾曰谋之男子，立一女学会曰谋之男子”状况，提出女子“非独立不可”[13]。这些批判性言论以毫不妥协的精神将矛头直指古圣先贤，是不甘做封建女教奴隶女子的“宣战书”，它预示着女界“群醒”时代的到来。

其实，女界“反贤妻良母”最直接地体现在办学实践中。1902年创办的广州公益女学、移风学校标举“国事重于家事，女子对国家的责任亦大于家庭”的办学宗旨，称女学为女子“自立之法”。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吕碧城针对女学只需学做“乳媪及保姆”之主张，指出兴办“乳媪学堂”是制造“奴隶之学堂”，“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 ，表示“我高尚独立之女国民”是不会甘心只做服役幼儿的乳媪保姆的 [14]，并以实际行动推行“欧美女子之教育”[15]。苏英义正言辞地表示：“如今我们的意思，是要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把身儿跳入政治接种，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16]。

尽管贤妻良母与反贤妻良母在晚清知识界有过短兵相接式的对垒，后者有时还居上风，但前者几乎主宰整个女学实践。这与清廷于1907年颁布的《女学堂章程》关系极大，章程规定“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为教育宗旨，将女学纳入家庭教育范畴，使女校成为贤妻良母的养成所。民国初袁世凯执政后，保守之风盛行，1914年12月袁政府颁布《颁定教育要旨》，申明女子若“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依旧鼓吹贤妻良母主义。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放言，民国以来主张开放女禁、提倡男女同权等议论，不过是“一时风潮所驱”，“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在使其将来足为贤妻良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17]。汤的观点看似“一家之言”，实极具代表性，否则不会出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之女学固然以此主义（贤妻良母）为目的，社会上亦无何种反抗的思潮”[6]287的图景。
二 “超贤妻良母”：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贤妻良母”的试图超越

晚清至民初官方所秉持的贤妻良母观不仅使女学发展受到掣肘，女权思想也难以有效传播，1904年亚卢所展望的十年以后中国将有“女子世界之成立，选举、代议，一切平等”[18]的美好前景成为泡影。即便到新文化运动前期，“女子解放”、“人格独立”呼声此起彼伏之时，部分新刊物仍对贤妻良母津津乐道。1915年创刊的《妇女杂志》将欧美的强大归因于贤妻良母：“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实由贤母良妻之淑，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19]，声称“本杂志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尤为注意……” [20]。上海《中华妇女界》提出以培养贤妻良母与淑女为主旨。《新青年》杂志的“女子教育”栏亦指出：“……女子者，人类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处世，其所贡献于国家者既多”，故“中国女子之急务，乃当洁身自爱，以期养成真道德、学问与经济之女，而作中华民国之贤母氏”[21]。上述刊物在当时颇负盛名，其主张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导向，使贤妻良母观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辐射力，为守旧势力提供取消女学的口实。1917年教育当局制定“取缔女学之规则”，1919年5月发布训令，将家事课列为最重要的科目 [22]可为显证。怪不得周世钊对湖南女校发出如是感慨：“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23]
然而，“五四”运动爆发后，贤妻良母观首当其冲地成为先进人士批判的靶子。陈独秀发刊的《新青年》杂志，极力攻击孔子之妇女观[24]，坚决反对无独立人格的贤妻良母教育。胡适发表《美国的妇人》，从反面立论，提出“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他从亲眼目睹美国女记者精神风貌着眼，感慨道：如果把她“苍老的壮志，倔强的精神”，“补助我们的贤妻良母观念，定可以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生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并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贤妻良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视为“‘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25]。该文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是对贤妻良母观的试图超越。尔后，留日学生冯飞所著的《女性论》出版，提出“培植其宿具之知能，使其必要知识充足，庶与男子立于对等生活之上不致败北”[26]。罗家伦亦指出：“中国办女学的人到现在却开口还只是谈贤妻良母主义，更不愿意女子做独立的人，这种奴隶教育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现在中国女子精神上最重要的解放就是打破贤妻良母的教育，而换一种‘人’的教育。女子知道自己是人，才能自己去解放” [27]可见，在“五四”反传统大潮中，以陈、胡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人士为弘扬女性独立人格，难以避免地对服务于“国权”的贤妻良母观展开批判。

与知识界形成微妙对照的是教育界人士的女子教育思想。1920年陆费逵发表《女子教育的急务》，将女子教育目的归纳为四项：一是健全女子的人格；二是养成贤母良妻；三是在男子能养的时代从事无害生理无妨碍家庭的职业；四是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代代男子做国家社会一切的事 [28]。最后一项是后来加上去的，言下之意是女性除担当贤妻良母外，还要做好准备以在男子缺席的情况下服务国家社会。同年3月，姜琦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讲演中提出：“男子有男子特殊的教育，女子也有女子特殊的教育”，认为“‘良妻贤母’四个字，并不是绝对没有价值，不过不能够当做女子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能当做目的中之一部分”[29]。姜、陆的言论显然是教育界女学观的映射，他们试图将女权与国权融为一体，但由于二者存在着内在张力，现实中难以实现，因此可以说这种主张不过是一种调和论，顶多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改良而已。

与男性精英相比，觉醒了的知识女性不仅仅在思想上反对贤妻良母观，还付诸实际行动。针对海外大学规定女生只占10%招收名额的歧视性规定，1921年5月30日，向警予、蔡畅等联络12名留法女生组成“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表《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致女界全体书》（下文简称《全体书》）进行抗议。《全体书》指出贤妻良母如幽灵般笼罩于各女子学校，“女子秉历史的贤母良妻之沿革，以社会的贤母良妻之地位，受教育的贤母良妻之熏陶，其周围环境，无一非纳女子于贤母良妻之域者，故贤母良妻实为女子惟一归宿地；是以学校有所谓女子学校，教科书亦有所谓女子教科书，自小学以至高等大学，凡冠以女子二字者，无不含有女子之特质，即无不舍（含）有贤母良妻之特质”，导致“女子中学女子师范毕业大多数不能考北大南高”，并揭示其原因：“是真社会制度与教育之过，而非女子本身之过也”，要求“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女子教科，与女校的陋劣教员。”[30]《全体书》将矛头直指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指出“女子实力不足”源于“社会制度与教育之过”，不仅击中了男权制的要害，也是对贤妻良母观的彻底清算。

应该说，在五四知识界掀起对传统性别伦理大批判的背景下，先进人士或以言论或以行动试图超越贤妻良母的羁绊，尽管未能彻底清除其流毒，但为男女平等教育的倡言与推行奠定舆论基础，使男女同校、大学开女禁、男女社交公开等成为社会共识，最终促成女子教育宗旨由“贤妻良母”到“男女平等教育”的嬗变。

三 “母性主义”：国民政府时期“贤妻良母”改头换面

“五四”后，男女平权不独为一种思想，在行动上亦已实现许多，使国民政府不敢等闲视之，但国民党迫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又不能不予以重新规范。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提出“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31]将“健全的母性”与“救国保民”相提并论，随之衍生“母性主义”教育观。与贤妻良母相比，母性主义外延更广。前者以家庭为中心，间接服务于民族国家；后者则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直接服务于国权，使女权隐而不显。4月26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确认“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5月，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女子中等教育“应以培养女子特殊的社会职分，而适应其特殊的需要”[32]120，通过《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案》（下文简称《实施案》），称“此一要义，实为今后建设女子教育必不可易之方针”[32]120。经历次会议反复重申，国民政府最终确立“母性主义”教育宗旨。究其实，它不过是对贤妻良母做一番改头换面装扮后的另样称谓而已。

为使教育宗旨落到实处，《设施案》规定“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各地方因经济力及教授人才之缺乏，不能分设者，得于中等学校中，分设男女两部。”[32]121这里的“特别设置”是指中学男女同学分开设立，实际上是以片面强调两性差异取代两性之共性，重弹男女教育不平等的老调。这种做法不仅与男女社交日益公开的时代潮流相背离，也与各地已然存在的男女同校相冲突，遭到部分省区代表的强烈反对。浙江代表刘大白、杨廉即日上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此案通过，和男女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宗旨完全相反。如果大学院一定要采择施行，浙江大学区内已经开放女禁的各中等学校中千数女生便要被迫辍学，这简直是摧残女子教育，是浙江大学所不能做的。”[32]122迫于反对声音之强烈，大学院最终未采择施行，但“母性主义”在教育法规中保留下来，为贤妻良母日后死灰复燃埋下隐患。

四 “妇女回家论”：全面抗战前“贤妻良母”卷土重来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为摆脱经济危机，大肆鼓吹妇女回到厨房、教堂、床铺的“三K主义”，这股逆流传入中国后，被统称为“妇女回家论”，并由此引发有关女子教育宗旨的一次最大论战。1931－1935年间，各党派各社会人士纷纷参与论战，国统区各大妇女刊物、主要报刊成为论争的战场，延续十余年。论战人士之广，两军对垒之尖锐，史无前例。

如前所述，国民政府推行的“母性主义”实为“妇女回家论”登场提供了温床，国民党右派借机提出男女天赋不等，理应接受不同教育。吴兆洪指出：“把贤妻良母教育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教育，是一种浅薄而显著的误解。女子在家庭里工作，与男子在社会上工作，是各就其不同的天赋的体力脑力，对于人类社会作一个适当的贡献。……这是一种内外的分工”[33]。志敏称贤妻良母教育是“女子生活的终极态度”和“女子教育唯一的目标”[34]。李赋京鼓吹“女子生育，就是社会的母性，养育孩子，就是为社会服务尽责任，其他的都是次要的。”[35]1935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附和道：“中国社会之单位，实为家庭。家庭之组织是否健全以及子女之教育是否良善，关系社会者至巨。在现在中国之经济阶段，男子因须外出谋食，在家之时甚少，故一切责任，均被于妇女之双肩。”[36]《妇女共鸣》杂志甚至开出“新贤良专号”，号召妇女做“新贤良”。上述种种论调均视女子教育服务社会为要旨，置妇女应有的受教育权于不顾。在这种舆论氛围下，4月25日，北平市市长袁良抛出《取缔男女同学案》，为树立“母性教育”样板，市党部专门开办女二中。袁在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中说：“你们来这里读书的目的，是要学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所以要你们学习家事和劳作。”[37]为此，校方不惜辞退厨役，让女生学“炊事”，将正常学业弃置一边。

“母性主义”也好，“妇女回家论”也罢，都是复古教育思潮的产物，因此遭到进步妇女界猛攻。杜君慧在《妇女园地》停刊后，协助沈兹九编辑《申报》副刊《妇女生活》，连续发表“妇女问题讲话”，帮助妇女认清女子复古教育的本质，她质问道：“妇女回家论、新贤良主义的教育以及家事专门化教育，不都是要强调妇女实行希特勒主义的企图？”[38]。《妇女生活》发刊词中写道：“卫道士先生们，有主张‘妇女回家’，有的在高唱恢复‘三从四德’……在这外患内忧的重重压迫之下，‘我们怎样做人呢’，每个受到重压的女人都会这样疑问着，希望着解答，《妇女生活》便应运而生了。”[39]黄心勉在《女子月刊》发刊词中大声疾呼：“历史教育我们，时势昭示我们，我们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许多应做的事业，不应再在家中仰赖男子过活了。我们应该服务于社会，尽忠于国家。我们应该为自身生活而努力，为人类文化而努力”，“中国越穷，男权对于女性的进攻越厉害；非到妇女达到自身能够获得生产和支配的权力后，这种夹攻的围阵是永久打不破的”，号召女子“抛弃被豢养的生活，投身各种生产事业，扫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参加复兴民族，建立国家的运动。”[40]为消解袁良提案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1935年6月5日，上海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妇女协进会等4个妇女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斥责袁案为“极端反潮流反时代”。北平二中的进步学生在女界支持下，一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面采取罢课、抗议等形式坚决抵制家事课，迫使校方减少课时，第二学期便停开了，更重要的是导致北平市党部苦心树立的“样板”失去示范价值，沦落为空洞的符号。总之，由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妇女界以群体力量与女子复古思潮相抗衡，并展开长久的拉锯战，使妇女避免了再次沦落为民族国家工具的命运。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于全面军事动员的需要，国民政府将之前兜售的“妇女回家论”暂时搁置，肇始于戊戌维新的女子教育宗旨之论争被迫退场。

纵观四次论争的大致脉络并深入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论争实质上源于论辩双方在“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上的分歧。从历史合理性着眼，国权优先更容易因与终极目标救亡图存一致，而以精英男性的呼号和官方的认可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以致主宰了20世纪前期女子教育的发展态势。但先进人士尤其是知识女性并未因“国权”优先而放弃对于“女权”的诉求，恰恰相反，他们利用“兴女学”话语的合法性，据理力争，为女权不断拓展空间，推动女子教育思潮向前迈进。进言之，知识女性正是巧妙地凭借报刊杂志这一舆论场所，发出自己的声音，赋权自我，完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41]。此外，我们还发现，由于近代中国处新旧制度交替、新旧思想混杂的大变革时代，女子教育宗旨作为“意识形态之比较具体的表现”，无可逃脱地被烙上不同政治派别的印记，吸引了维新派、革命派、守旧派、国共两党等政治团体参与论争，亮出各自的女学观，合力营造出“众声喧哗”的舆论阵地，为女子教育思潮曲折演进发挥了或正或反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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